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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颠覆性创新理论、跨界行为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企业跨界行为、创造性思维与颠覆性创新

的关系理论模型，研究后发企业跨界行为对其颠覆性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问

卷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跨界行为对创造性思维有显著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此过程中发

挥调节作用；企业跨界行为和创造性思维对颠覆性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创造性思维在企业跨界行

为和颠覆性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解释了后发企业跨界行为对颠覆性创新影响的路径机理，为

后发企业如何发展颠覆性创新提供了方向导引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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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border behavior, crea-
tive thinking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 theory of 
cross-border behavior and the theory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cross-border behavior of latecomer enterprises on their disrup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y,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for data anal-
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ross-border behavior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reative think-
ing,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both cross-border behavior 
and creative thinking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creative think-
ing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ross-border behavior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path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cross-border behavior on disruptive innovation of 
latecomer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direction guidance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how latecomer 
enterprises develop disruptive innovation. 

 
Keywords 
Latecomer Enterprises, Cross-Border Behavior, Dynamic Capabilities, Creative Think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经济转型背景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化转型的到来，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

[1]。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颠覆性创新成为后发企业避免展开同质化竞争、突破

在位企业技术壁垒并掌握高水平技术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企业跨界行为是提升其颠覆性创新能力、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策略。苹果公司通过将计算机领域触

控技术运用在手机上推出智能手机实现了对传统按键手机的颠覆；微信、支付宝将网络与金融结合实现

了对传统理财服务企业的颠覆，这些例子无不证明企业跨界行为可以打开新的机会窗口，突破后发企业

资源禀赋不足和关系配置掣肘的资源困境，通过颠覆性创新建立独特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跃迁式发展

[2]。 
面对跨界行为的不确定性，创造性思维是企业能否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关键[3]。在后发企业筛选跨界

领域，通过跨界行为引入所需技术时，敏锐的创造性思维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识别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同

时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颠覆性创新的成败。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创造性思维在企业跨界行为和颠覆性创

新之间的中介效应。 
颠覆性创新是多要素匹配、多阶段实施的动态过程[4]，企业的颠覆性创新不仅依赖于创造性思维，

还依赖于组织自身的动态能力。面对跨界行为中外部市场需求、竞争格局、政策环境等的不确定性，动

态能力是企业适应外部环境、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5]。因此，动态能力也成为企业能否成功开展颠

覆性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跨界行为对个体或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6]，有研究表明

成功的跨界行为需要与反应迅速的动态能力相匹配[7]，不同动态能力水平下，企业跨界行为对颠覆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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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影响的程度可能不同。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动态能力在企业跨界行为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探究企业跨界行为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路径。通过构建“企业跨界行为–

创造性思维–颠覆创新”过程机制，聚焦跨界行为不确定性刺激下后发企业实施颠覆性创新过程中创造

性思维的构建，以及内部动态能力对跨界行为与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分析颠覆性创新关键影

响因素与形成逻辑，不仅有助于丰富颠覆性创新研究，并且可为我国后发企业发展颠覆性创新提供理论

依据与方法。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结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odel structure diagram 
图 1. 理论模型结构 

2.1. 企业跨界行为与颠覆性创新 

跨界行为最初被定义为个体从组织外部获取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组织内部人员的行为。随着研

究的深入，跨界行为的研究对象不再仅限于个人，学者们逐渐定义了组织跨界行为、领导跨界行为。企

业跨界行为作为组织跨界行为的一类，是指企业向其他行业领域搜寻跨界知识的行为。有研究指出，跨

界行为具有不确定性，采取跨界行为可能掌握更多资源激发组织创造力；同样也可能因跨界知识导致角

色冲突和心理压力。无论如何，企业跨界行为带来的跨界知识能够对其创新产生直接的影响，是颠覆性

创新的重要刺激因素。 
颠覆性创新最早由 Christensen (1997)提出，是指后发企业扎根于边缘市场，提供具有特色但质量略

逊于主流的产品或服务，通过持续性改进不断向主流市场渗透，最终取代在位而企业的过程[8]。随着研

究逐渐深入，在其理论框架下又发展出颠覆性技术创新[9]、颠覆性产品创新[10]、颠覆性服务创新[11]、
颠覆性商业模式创新[12]以及跨行业颠覆性创新[13]等。颠覆性创新使得后发企业绕过市场壁垒，突破被

“卡脖子”的困境，通过服务于未被充分满足的市场需求或创造全新的市场，从而实现快速增长。因此，

在市场环境风云变幻、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颠覆性创新的战略价值显著提升。 
然而，颠覆性创新并非一蹴而就，与延续性创新相比，颠覆性创新对内外知识和资源的需求更为广

泛深入[14]，换而言之，颠覆性创新需要更多新颖的知识打开创新窗口。因此，企业跨界行为可以有效帮

助其找到创新机会，通过带来的跨界知识，改进技术、提升工艺、实现突破并获得潜在或主流消费者认

可。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1：企业跨界行为正向促进颠覆性创新。 

2.2. 创造性思维的中介作用 

创造性思维是指一种认知过程，它超越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能够促进创新和适应性行为的发展[15]。
本研究将探讨创造性思维在企业跨界行为和颠覆性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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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跨界行为是打破常规的组织活动，踏出“舒适圈”、进入其他行业领域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可

以极大程度开阔视野，提供新的创新思路。面对跨界知识，创新人员往往需要突破以往固有的学习、认

知路径，改变认知过程，突破传统思维模式，这有助于创新人员创造性思维的提升。 
其次，研究指出，跨界行为所带来的创新程度与颠覆性创新的成败有着紧密的联系[16]，而企业的创

造性思维恰好决定了跨界行为的创新程度。根据创造性思维阶段理论，创造性思维被分为准备阶段、酝

酿阶段、明朗阶段和验证阶段[17]。在准备与酝酿阶段，跨界行为带来的信息及知识积累为创意做准备，

这有助于新的理解、洞察、灵感的产生，在明朗阶段产生颠覆性创意。可见，企业跨界行为以及颠覆性

创意在创造性思维的不同阶段均有所体现，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创新性思维正向促进颠覆性创新。 
H3：企业跨界行为通过创造性思维实现颠覆性创新。 

2.3. 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是 20 世纪末提出的一种战略管理理论[18]。该理论指出，

企业应当通过整合、构建、调适、再配置其内外部技术资源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获得并保持竞

争优势。动态能力具有动态性、开拓性开放性以及复杂性等特征，本研究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跨界行为

能否激发出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条件。当企业开展跨界行为，只有克服自身惯性，大胆追寻创新与变革才

能成功实现颠覆性创新。动态能力是企业利用外部知识、动态整合资源、在复杂环境中寻求变革的过程

[19]，跨界行为需要动态能力的开放性对内外部的信息、知识、物质进行交换；创造性思维则受动态能力

开拓性的调节，遇见并把握机遇，获得新颖创意。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动态能力在企业跨界行为与创造性思维之间起调节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被试样本 

选择在上海市从事与创新有关工作的个体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调研过程

分为 2 个阶段：预调研和正式调研。预调研阶段，根据预调研对象与正式调研对象相一致原则，在上海

市进行小范围的调研，修改了初始问卷中存在概念偏差、语意模糊和内容不清的题项，形成了最终的调

查问卷。在被试样本的选择上，调查对象必须具有一定的开展跨界活动及颠覆性创新的经验。正式调研

阶段，在上海市开展大范围调研。调研主要通过问卷星问卷服务、实地调查等多种形式发放问卷。本次

调研历时 1 个月，回收 373 份。在回收的 373 份问卷中，剔除其中选、逻辑错误或答案雷同的无效问卷

18 份，得到有效问卷为 355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5.17%，样本数量满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要求。样

本主要特征分布结构如表 1 所示。问卷的设计采用封闭式问卷，以客观选择题为主，除团队成员个体基

本资料和团队基本资料问题之外，其余问题均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的形式，由被试者根据自身情况对变

量进行相应的选择，选择范围为 1 分(非常不符合)至 5 分(非常符合)。 
从整体看，调研对象性别比例上基本持平，且行业涵盖了包括但不限于制造业、金融业、科技行

业、教育行业等多个行业；在年龄方面，调研对象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且呈现类似于正态分布；

受教育程度跨度较大但又集中在本科层次。样本特征分布情况总体与社会大致一致，因而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 

3.2. 变量测量 

各变量的量表均选自国内外得到认可的成熟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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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1. 样本特征分布情况 

项目 内容 样本量 占比% 

性别 
男 163 45.9 

女 192 54.1 

年龄 

24 岁以下 7 2.0 

25~29 岁 65 18.3 

30~39 岁 219 61.7 

40~49 岁 52 14.6 

50 岁以上 12 3.4 

受教育程度 

专科及以下 32 9.0 

本科 250 70.4 

硕士 71 20.0 

博士及以上 2 0.6 

公司员工规模 

50 人以下 32 9.0 

50~100 人 78 22.0 

101~300 人 128 36.1 

300 人以上 117 33.0 

公司成立时间 

3 年以下 7 2.0 

4~10 年 87 24.5 

11~20 年 194 54.6 

21 年以上 67 18.9 

所在行业 

制造行业 65 18.3 

能源行业 62 17.5 

建筑行业 23 6.5 

批发和零售行业 42 11.8 

金融行业 37 10.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行业 55 15.5 

教育行业 31 8.7 

其他行业 40 11.3 

 
企业跨界行为的测量借鉴 Marrone [20]等的跨界行为量表，并结合前期的预调研结果，最终确定一个

6 题项跨界行为量表。题项包括“我与能够为团队提供专业指导和外部人员建立联系”等。 
创造性思维的测量是以《托兰斯创造性思维能力测验》为依据，在沃建中[21]的研究基础上做适当改

编后确定的 6 题项量表，包括“发散思维”、“聚合思维”两个维度，具体题项包括“我能提出具有创

意的方案”等。 
在构建动态能力量表时，借鉴了 Lee 和 Rha [22]的研究成果，结合张振刚[23]等的动态能力量表，最

终确定了包含 9 个题项的测量量表。包括资源整合能力、环境适应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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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创新的测量是以 Govindarajan 和 Kopalle 的颠覆性创新量表为参考[24]，在此基础上做适当改

编后颠覆性创新量表，由 5 个题项构成，包括“公司经常向市场引入开发出来的全新产品或服务”等。 

4. 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利用 SPSS26.0、PROCESS 插件、Amos24.0 对问卷收集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以及分析。主

要借助 SPSS26.0 对收集上来问卷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间相关性分析、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和逐层的回归分析；同时，也利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插件进行问卷数据的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 

4.1. 相关性分析 

利用 SPSS26.0 进行相关性分析时，采用 Person 相关系数为测量指标。表 2 显示的研究变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表明：企业跨界行为与创造性思维呈显著正相关(r = 0.792, p < 0.01)，企业跨界行为与颠覆性创

新呈显著正相关(r = 0.796, p < 0.01)，企业跨界行为与动态能力呈显著正相关(r = 0.806, p < 0.01)；动态能

力与创造性思维显著正相关(r = 0.658, p < 0.01)，动态能力与颠覆性创新显著正相关(r = 0.662, p < 0.01)，
创造性思维与颠覆性创新显著正相关(r = 0.662, p < 0.01)，相关性分析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初步支持。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相关性分析 

变量 企业跨界行为 创造性思维 动态能力 颠覆性创新 

企业跨界行为 1    

创造性思维 0.792** 1   

动态能力 0.806** 0.658** 1  

颠覆性创新 0.796** 0.662** 0.662** 1 

注：N = 355。*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4.2. 信度分析 

在信度的检验上，采用测量 Cronbach’s α系数来验证，当系数大于 0.8 时，说明信度良好；在 0.7~0.8
之间时，表示信度可接受；小于 0.7 时，说明信度较差，需要对量表进行调整或者重新设计。通过 SPSS26.0
软件对企业跨界行为、动态能力、创造性思维、颠覆性创新四个变量量表信度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下

表 3 所示。 
 

Table 3.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表 3. 信度系数 

变量 题项数 Cronbach’s α系数 

企业跨界行为 6 0.933 

动态能力 6 0.777 

创造性思维 9 0.855 

颠覆性创新 5 0.751 

 
由上表可知，四个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在 0.751~0.933，均大于 0.70。说明本研究所开发的量表

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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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线性回归分析 

构建若干个线性回归模型，利用 SPSS26.0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如表中数据结

果显示，在 M1 中加入控制变量后，企业跨界行为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正向显著(β = 0.549, t = 24.698, p < 
0.001)，假设 H1 成立，即企业跨界行为正向促进颠覆性创新。在 M2 中，可得创造性思维对颠覆性创新

的影响正向显著(β = 0.714, t = 16.492, p < 0.001)，假设 H2 得到验证，即创造性思维对颠覆性创新有正向

的显著影响。 
 

Table 4.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4.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模型 
统计量类别 

颠覆性创新 M1 颠覆性创新 M2 

β t β t 

控制变量     

性别 0.50 0.809 −0.11 −1.41 

年龄 −0.41 −0.987 0.12 0.238 

学历 −0.57 −1.102 −0.42 −0.607 

自变量     

企业跨界行为 0.549*** 24.698   

创造性思维   0.714*** 16.492 

R 0.798 0.663 

R² 0.633 0.433 

F 值 153.455 68.614 

注：N = 355。*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4.4. 调节效应检验 

如表 5 中所示的结果，自变量企业跨界行为和调节变量动态能力的交互项与中介变量创造性思维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β = 0.0754, t = 1.9731, p < 0.05)，这表明调节变量动态能力在企业跨界行为和创造

性思维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假设 H4 得到验证，即动态能力在企业跨界行为与创造性思维之间起调节

作用。 
 

Table 5. Moderating effect 
表 5. 调节效应 

因变量模型 
统计量类别 

创造性思维 M3 

β t 

控制变量   

性别 0.002 0.21 

年龄 0.008 0.124 

学历 −1.08 −1.171 

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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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业跨界行为 0.541*** 13.687 

调节变量   

动态能力 0.067*** 1.164 

交互项   

企业跨界行为 × 动态能力 0.0754* 1.9731 

R 0.799 

R2 0.633 

F 值 102.569 

4.5.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PROCESS 进一步检验创造性思维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

结果如表 6 所示，Boot CI 下限为 0.047，Boot CI 上限为 0.0899，即在 90%显著性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

[0.0047, 0.0899]，不包含 0，这表明创造性思维的中介效应显著。模型假设 H3 得到验证，即企业跨界行

为是通过创造性思维来影响颠覆性创新的。 
 

Table 6. Indirect effect 
表 6. 间接效应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差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总效应 0.4266 0.0184 0.3961 0.4570 

直接效应 0.3802 0.0306 0.3297 0.4307 

动态能力的间接效应 0.0464 0.0260 0.0047 0.0899 

5. 结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分析企业开展跨界行为后颠覆性创新的实现过程，检验创造性思维的中介作用以及动态能力的

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跨界行为和创造性思维对颠覆性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创造性思维在企业跨

界行为与颠覆性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动态能力在企业跨界行为与创造性思维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5.2. 管理启示 

首先，企业可通过进行跨界行为开展颠覆性创新，进而取得竞争优势。面对愈加激烈的竞争环境，

企业应积极获取外部知识与信息避免同质化竞争，突破创新瓶颈。企业，尤其是后发企业要重视跨界文

化的营造，当员工从事跨界行为时，要提供充足的资源予以保障，实施奖励机制提高员工跨界积极性，

真正激发跨界行为的积极作用。 
其次，创造性思维是产生颠覆性创新的关键，企业应当积极培养员工创新思维，鼓励员工开放视野，

用创造性思维处理跨界信息与知识，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挑战，这有助于颠覆性创意和想法在知识积

累的基础上迅速涌现。 
最后，良好的动态能力有助于企业跨界行为的顺利开展。对于企业而言，摆脱自身惯性、快速适应

环境变化，对资源有效利用至关重要。企业应当优化部门间的合作流程、发展协调能力、构建有效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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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络来增强自身动态能力。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在数据搜集与研究层次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法获取研究数据，

来源相对单一，并且所使用的数据为静态截面数据，未来研究可以从更多渠道取证，并开展纵向案例追

踪的质性研究，从而对企业跨界行为以及颠覆性创新过程进行动态监控，全面分析问题。此外，本文仅

探讨企业跨界行为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究不同视角下后发企业如何开展颠覆性创新，

为广大后发企业突破困境，实现竞争优势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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